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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竞争、空间溢出与生态效率:
高位压力和低位吸力的影响

黄建欢 谢优男 余燕团
( 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湖南 长沙 410079)

摘要 在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和城镇化同步发展的过程中，得益于要素资源的有效集聚，部分城市成为新的枢纽城市或者标杆城

市，城市间在经济增长和环境规制等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竞争，研究城市竞争如何影响生态效率提升对于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

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利用 191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2003—2015 年面板数据，测度经济增长和环境规制空间溢出的高位压力

和低位吸力，研究城市间经济增长竞争和环境规制竞争对城市生态效率提升的影响。主要发现有: ①邻近地区经济增长和环境规制

空间溢出的高位压力和低位吸力对本市生态效率的作用方向具有显著差异，低位促进，高位抑制，且分别以“破罐子破摔”效应和“污

染天堂”效应最突出。②邻近阈值为 750 km 时，经济增长高位压力和低位吸力每增加 1 个单位，生态效率增长率会分别降低 14． 5%

和提高 9． 7%。而环境规制低位吸力每增加 1 个单位，生态效率增长率会提高 4． 5%。③分组比较发现，各组城市经济增长竞争对生

态效率提升的影响仍表现为“破罐子破摔”效应。④与资源型城市和环境保护非重点城市相比，非资源型城市和环境保护重点城市

更易受到环境规制更宽松的邻近城市影响，呈现显著的“污染天堂”效应。实证发现暗示着: 在区域可持续发展进程中应积极引导城

市间的良性竞争; 地方政府应高度重视经济增长和环境规制的正、负向空间溢出，生态效率增长极地区应积极发挥示范效应和溢出效

应; 对不同城市类型采取差别化约束机制，坚持分类指导、特色发展，以快速有效地提升城市生态效率，实现区域绿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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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后，我国部分行政权力逐步下放，地方主体

意识开始增强，相邻地区之间由于地域、市场分割等因素

容易产生竞争，中国经济在此过程中实现了快速发展［1］。

然而，在经济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城市间竞争所引发的问

题正逐步加剧，地区间重复建设、产能过剩及其所导致的

环境污染问题尤为突出，严重的雾霾在中国许多城市已持

续大面积出现［2］。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

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国家已做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的战略决策。因此，如何在确保新常态下经济增长

质量和环境规制力度的同时实现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将

成为影响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问题。在此背景下，研

究城市间经济增长和环境规制对城市生态效率( 考察经济

活动对生态环境影响的重要指标，Schaltegger 和 Sturm［3］)

提升的影响，采取新的途径尤其是竞争机制和空间溢出来

促进城市生态效率提升，是亟待研究和解决的科学问题。

自 1994 年实行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政府拥有足够

的财政自 主 权，我 国 区 域 之 间 的 经 济 增 长 竞 争 愈 演 愈

烈［4］。出于对区域外经济资源的争夺和区域内正外部性

的提升，地方政府会想方设法控制和获得能促进经济增长

的要素，诸如资本、劳动、技术和制度等［5］，进而形成以地

方政府为主导的经济增长。一方面，在我国财政分权的体

制下，中央将地区经济增长与地方政府官员晋升结合起来

考察，使地区经济增长与官员自身的利益需求形成了“内

在一致”，地方政府支持和参与发展经济的热情被充分调

动起来，在“晋升锦标赛”的激励下，地方官员努力在经济

发展上相 互 竞 争，最 终 形 成 整 体 上 高 速 发 展 的 经 济 绩

效［6 － 7］。另一方面，由于地方政府官员晋升竞争是一种锦

标赛式的零和博弈，受官员任期、变更等因素的影响，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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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官员出于政治晋升激励的考虑可能使得官员主导型

的投资过度进入某个行业或项目，甚至形成恶性竞争。经

济增长竞争可能会在地方政府扩展利益的情况下，使参与

竞争的地方政府陷入“囚 徒 困 境”，从 而 不 利 于 经 济 增

长［8 － 9］。关于经济增长对城市生态效率影响的外文文献

相对较少，尤其在实证研究方面，可能的原因在于生态效

率的内涵本身已经包含了经济，因此生态效率是一个更具

综合性的概念。

地方政府主导的区域经济竞争，使各地方政府在发展

本区域经 济 的 同 时，不 顾 生 态 成 本 竞 相 放 松 环 境 规 制

( Cleff 和 Ｒennings［10］将环境规制定义为政府政策实施的

推拉效应) ，严重影响我国的生态环境［11］。从区域、行业

和企业等层面出发，国内外关于环境规制影响生态效率的

研究相对较为丰富。Honkasalo［12］等较早以英国、芬兰和

瑞典的乳制品行业为案例定性研究了环境许可对生态效

率的影响。Zhang［13］等利用三阶段数据包络分析方法研

究了中国 30 个省市区 2005—2013 年的工业生态效率及

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工业生态效率的提升具

有正向的促进作用。Yuan［14］ 等利用中国制造业 2003—

2013 年 28 个行业的面板数据，研究了环境规制对生态效

率( 分为高、中和低三个群组) 的影响，结果发现，环境规

制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存在“U”型关系。值得注意的是，不

同的环境规制类型对生态效率提升的影响存在显著地区

差异( Ｒen［15］等) 。现有文献研究中国环境规制对生态效

率的影响时主要利用省级样本开展研究，样本数量偏少，

未充分考虑省域内各城市的异质性。此外，环境规制可能

会存在类似于经济增长竞争的城际互动关系。关于探讨

本地和邻近地区之间的环境规制竞争及其所带来的空间

溢出等影响，学者们的观点大体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

“逐底竞争”。地方政府为了保障本地企业在财政分权体

制中获得竞争优势或者吸引其他地区企业，可能会通过降

低环境排放标准，减少企业经营成本，提升本地企业竞争

力，而与此同时会加剧环境污染，导致“污染天堂”效应在

本地蔓延，不利于城市生态效率提升［16 － 18］。而这些行为

也会被邻近地区政府所模仿。第二类是“标尺竞争”。这

类竞争主要发生在中央政府将环境质量改善状况明确引

入官员晋升的考核体系中，或者是居民的“用脚投票”提

高地方政府生态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水平［19］。第三类是

“差别化竞争”。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在发展初期

往往会采取差异化竞争。当欠发达地区政府放松环境规

制时，发达地区政府会采取提高环境标准门槛或没有明显

策略互动的行为，来促进本地区经济增长［20 － 21］。

从经济增长竞争到环境规制竞争，学界虽然注意到经

济增长和环境规制的差距在区域竞争中的作用，但很少进

一步将其和竞争压力、空间溢出联系起来，因此既难以深

入分析它们之间的内在机理，也难以准确刻画竞争互动带

来的空间溢出及其影响机制。在科学发展观理念的指导

下，建设“生态文明”已成为中国发展政策导向中的热点

问题，学者们对“生态效率”及 其 影 响 因 素 做 了 大 量 研

究［22 － 27］。前述文献的思路大致是先采用前沿的 DEA 模

型测度生态效率，然后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得到

了丰富的研究结论。由于研究目标的不同，上述文献在效

率的测度方法和计量检验模型方面存在差异。在已有研

究的基础上，本文以能够同时反映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态环

境质量的“生态效率”作为衡量区域绿色发展指标，通过

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试图探讨区域间经济增长竞争和环

境规制竞争是如何影响城市生态效率提升? 如何利用城

市间的竞争及空间溢出效应来促进城市生态效率提升?

具体而言，将经济增长和环境规制的空间溢出分为高位压

力和低位吸力两个方面，以研究城市间经济增长竞争和环

境规制竞争如何影响城市生态效率提升，其竞争机制及空

间溢出的效果如何。

1 城市竞争及其空间溢出影响生态效率的

机制

一个地区的发展，不仅依靠本区域内资本和劳动力等

要素的投入，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其邻近地区发展水平

的影响［28］。现实中区域间存在着策略互动影响，竞争、合

作以及其他层面的关系，区域竞争在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

的均衡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29］。各地方政府在经济增

长和环境保护两方面进行考量，而且是参考邻近城市的变

动情况尤其是区域差异进行权衡和调整的。不仅如此，区

域间差距越大则竞争压力越大，在强烈压力驱动下的行为

调整幅度也越大，由此可能产生的空间溢出越明显。

1． 1 经济增长竞争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机制

已有文献从实证检验的角度出发，运用不同的模型与

分析方法，得出了丰富的研究结论，但基本都认为经济增

长或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区域生态效率的有效提

升。例如，余姗和张文彬［30］通过构建经济增长方程、环境

技术进步方程和生态效率方程共同组成的动态面板模型，

实证发现提高经济增长有利于提高生态效率。然而，大部

分研究都集中于研究经济增长与生态效率的单向影响，或

者采用空间计量模型等前沿方法研究经济增长空间溢出

的存在性和影响方向，而陈林心［31］等的研究则发现经济

发展和生态效率之间存在互动关系。既有文献取得了丰

富的研究成果，但至少还可以从两方面进行拓展，其一，经

济增长竞争影响城市生态效率的机制的提炼; 其二，借鉴

空间计量理论，利用城市层面大样本数据对经济增长竞争

·2·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8 年 第 3 期



的空间溢出进行量化和测度，并进一步研究其如何影响生

态效率的提升，是否存在距离阈值效应。在前人研究的基

础上，本文创新性地提出衡量经济增长空间溢出的高位压

力和低位吸力，并研究其与生态效率提升的关系。具体

地，经济增长的高位压力即指相对本地而言，邻近区域的

经济增速处于高位，这种差距会对本地形成一种向上的压

力。当邻近区域对本地的经济增长高位压力越大，意味着

该区域在经济增长速度上越落后于邻近区域，故该区域面

临着更大的经济发展压力，可能会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局

面:①在“见贤思齐”效应下，该区域利用后发优势，努力

赶超周边区域，实现加速发展，因此经济增长加速，有利于

生态效率提升;②该区域“破罐子破摔”，缺乏在追赶其他

区域方面的积极性和所做的努力与功效，因此经济增长迟

滞，不利于生态效率提升。

经济增长的低位吸力即指相对本地而言，邻近区域的

经济增长处于低位，这种差距会给本地一种向下的吸力。

邻近区域对本地区的经济增长低位吸力越大，意味着该区

域在经济增长速度上越高于邻近区域，相对邻近城市而

言，该区域面临的经济发展压力较小。此时亦可能出现两

种情况:①借鉴周黎安［11］等的思路，该区域不仅仅以邻近

区域为竞争对手，而是以更大区域乃至全国范围内的先进

城市为竞争标杆，向其经济增速看齐，在“晋升锦标赛”效应

下仍然加速发展经济，实现经济快速发展，有助于生态效率

提升。②该区域发现自己经济增速相对居高后，在“见劣自

缓”的效应下，有意或无意地降低经济发展的速度，或者因

为缺乏后劲而放缓经济增速，不利于生态效率增长。

基于前述分析可以提出如下假说:

H1a: 在“见贤思齐”的效应下，邻近区域对本地经济

增长的高位压力促进本地生态效率提升;

H1b: 在“破罐子破摔”的作用下，邻近区域对本地经

济增长的高位压力阻碍本地生态效率提升;

H1c: 在“晋升锦标赛”的效应下，邻近区域对本地经

济增长的低位吸力促进本地生态效率提升;

H1d: 在“见劣自缓”的效应下，邻近区域对本地经济

增长的低位吸力阻碍本地生态效率提升。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推行的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晋

升锦标赛，实际上让每一级政府都处于经济增长竞争的格

局，让每一个官员仕途升迁都与本地经济增长挂钩，充分

调动了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因而预期我国城市间经济

增长竞争对城市生态效率提升的影响机制中，“晋升锦标

赛”效应和“破罐子破摔”效应并存，但可能“晋升锦标赛”

效应更显著，即假说 H1c 更可信。

1． 2 环境规制竞争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机制

理论上，在各个城市环境规制力度不同的情况下，污

染密集型产业的布局从环境规制力度大的东部城市向环

境规制力度小的中西部城市转移，从而导致这些地区生态

环境的恶化。环境规制在不同地区实施的效果对生态效

率的提升存在显著差异。任胜钢［32］ 等的研究结果显示

东、中部地区的市场型环境规制对生态效率具有正向促进

作用，但西部地区呈倒“U”型关系。罗能生和王玉泽［33］运

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检验了环境规制对生态效率的影响，

结果发现治理投入型环境规制与生态效率之间存在“U”

型关系。李胜兰［11］等发现地方政府在环境规制的制定和

实施行为中存在明显的相互“模仿”行为，同时环境规制

对区域生态效率具有“制约”作用。环境规制对省域生态

效率具有显著的影响，两者之间还可能存在策略互动行

为。沿用经济增长竞争空间溢出高位压力和低位吸力的

测度思路，本文还进一步测算和研究环境规制竞争空间溢

出的高位压力和低位吸力及其对生态效率提升的影响。

具体地，环境规制的高位压力即指相对本地而言，邻近区

域的环境规制处于高位，这种差距会对本地形成一种向上

提升规制水平的压力。当邻近区域对本地的环境规制高

位压力越大，意味着该区域在环境保护力度上越弱于邻近

区域，故该区域面临着更大的环保压力，此时可能出现两

种截然不同的局面:①“见贤思齐”效应，即因邻近区域环

境规制严格，该区域在竞争压力下，努力提升环境规制水

平，降低污染物排放，促进生态效率提升; ②“污染天堂”

效应，即因邻近区域环境规制严格，污染性行业和企业向

该区域集聚，出现污染集聚而降低环境质量，不利于生态

效率提升。

环境规制的低位吸力即指相对本地而言，邻近区域的

环境规制处于低位，这种差距会给本地一种向下降低规制

水平的吸力。当邻近地区对本地的环境规制低位吸力越

大，意味着该区域在环境保护力度上越强于邻近地区，相

对邻近城市而言，该区域面临的环境竞争压力较小，此时

亦可能出现两种局面:①“污染天堂”效应［34］，即该区域环

境规制高于邻近地区，污染性行业和企业会向邻近区域迁

移，因此可能降低本地的环境污染，促进生态效率提升; ②
“见劣自缓”效应，即因邻近地区环境规制较为宽松，该区

域的政府和企业以及个人可能有意或者无意地减弱了环

境规制强度，或者因为缺乏动力实施更严格的环境规制，

此时可能加剧环境污染，不利于生态效率提升。

基于此，本文进一步提出如下假说:

H2a: 在“见贤思齐”的效应下，邻近区域对本地环境

规制的高位压力促进本地生态效率提升;

H2b: 在“污染天堂”的效应下，邻近地区对本地环境

规制的高位压力阻碍本地生态效率提升;

H2c: 在“污染天堂”的效应下，邻近地区对本地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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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制的低位吸力促进本地生态效率提升;

H2d: 在“见劣自缓”的效应下，邻近区域对本地环境

规制的低位吸力阻碍本地生态效率提升。

自分税制改革以来，形成“为增长而竞争”的经济增

长模式［35］，地方政府为促进本地经济增长，强化本地环境

规制的程度，大力吸引资本、劳动力和技术等要素流入本

地，形成环境规制“逐顶竞争”［16］。在此背景下，预期我国

城市间环境规制竞争对城市生态效率提升的影响以“污染

天堂”效应更显著，即假说 H2c 更可信。

2 空间溢出和生态效率的测度、计量模型与

样本数据

2． 1 空间溢出和生态效率的测度方法

( 1) 高位压力和低位吸力。用 SOit
H ( SOit

L ) 表示高位

压力( 低位吸力) ，即在邻近城市 j 的经济增长( ratio_gdp)

和环境规制( er) 比本地区 i 高( 低) 的情况下，测算本地 i

与邻近城市 j 上一期 ratio_gdp 或 er 的差值与空间权重矩

阵的乘积之和，具体测算方法 ( V = ratio_gdp 或 V = er) 如

下:

SOit
H =∑ j∈Ji

wijt ( Vj( t － 1) － Vi( t － 1) ) ，if Vj( t － 1) ≥Vi( t － 1) ，j∈

τi ( 1)

SOit
L =∑ j∈Ki

wijt ( － Vj( t － 1) + Vi( t － 1) ) ，if Vj( t － 1) ＜ Vi( t － 1) ，j

∈τi ( 2)

其中，Ji 为一定邻近范围内比城市经济增长率( 环境

规制) 高( 强) 的所有城市集合，Ki 为一定邻近范围内比 i

城市经济增长率 ( 环境规制) 低 ( 弱) 的所有城市集合，τi

表示 i 城市的某一邻近距离范围内所有城市集合。

( 2) 空间权重矩阵设定。任何城市的发展都不可避

免地会受到城市网络中其他城市的外在影响，这种影响的

强度和方向取决于施加影响城市的等级规模和相互之间

的地理距离［36］。本文综合考虑两个城市的人口规模和地

理距离作为衡量权重的两个因素，具体测算公式如下:

wijt =
Popj( t － 1) /Dij

∑ j∈Δ i
Popj( t － 1) /Dij

( 3)

其中，Popj( t － 1) 为相邻城市 j 的上一期城市人口数量，

Dij表示城市 i 和 j 之间的距离，Δ = J 时表示空间权重矩阵

用于测算高位压力，Δ = K 时表示空间权重矩阵用于测算

低位吸力。至此，通过设定不同距离阈值的空间权重矩阵

可以进行不同邻近城市数量的高位压力或低位吸力对生

态效率提升影响的敏感性分析。

( 3) 生态效率。生态效率的测度方法采用黄建欢［37］提

出的 Meta-US-SBM( 全称为 Metafrontier，Undesirable outputs

and Super Slacks-Based Measure) 模型，即同时考虑共同前沿

面和坏产出的超效率 SBM 模型。

假定决策单元 DMU 的个数为 N，可根据某些异质性

特征将其划分为 H( H ＞ 1 ) 组。定义第 h 组的 DMU 个数

为 Nh，有∑H
h = 1 Nh = N。假 定 每 个 决 策 单 元 ( Decision-

making unit，DMU) 有三类投入产出变量: 投入、好产出和

坏产出，分别用以下变量表示: x =［x1，x2，…，xM］∈ＲM
+ ，

y =［y1，y2，…，yＲ］∈ＲＲ
+ ，b =［b1，b2，…，bJ］∈ＲJ

+ ，其中 M，

Ｒ 和 J 分别依次表示三类变量的个数。同时考虑坏产出

和异质性技术时，第 k 组第 o 个决策单元( o = 12，…，Nk ;

k = 1，2，…，H ) 相 对 于 所 有 群 组 构 成 的 共 同 前 沿

( Metafrontier) 的非导向非径向 SBM 效率可以通过求解以

下规划得到:

［Meta-US-SBM］ ρko
Meta*

=

min
1 + 1

M∑
M
m = 1

sxmko
xmko

1 － 1
Ｒ + J ∑

Ｒ
r = 1

syrko
yrko

+∑J
j = 1

sbjko
b( )
jko

s． t． xmko －∑
H
h = 1∑

Nh

n = 1，n≠0 if h = kξ
h
nxmhn + sxmko≥0

∑H
h = 1∑

Nh

n = 1，n≠0 if h = kξ
h
nyrhn － yrko + syrko≥0

bjko －∑
H
h = 1∑

Nh

n = 1，n≠0 if h = kξ
h
nbjhn + sbjko≥0 ( 4)

1 － 1
Ｒ + J ∑

Ｒ
r = 1

syrko
yrko

+∑J
j = 1

sbjko
b( )
jko
≥ε

ξhn，s
x，sy，sb≥0

m = 1，2，…，M; r = 1，2，…，Ｒ; j = 1，2，…，J

式中，ξ 是非负权重向量，ε 是非阿基米德无穷小，sx，
sy 和 sb 分别为 DMUko 的投入、好产出和坏产出的松弛变

量。这里添加约束 1 － 1
Ｒ + J ∑

Ｒ
r = 1

syrko
yrko

+∑J
j = 1

sbjko
b( )
jko
≥ε 的目

的是确保目标函数的分母不为 0。若假定规模报酬可变

( VＲS) ，需添加约束∑H
h = 1∑

Nh

n = 1，n≠0 if h = kξ
h
n = 1。

之所以选用 Meta-US-SBM 模型主要是基于以下三点

考虑: ① Chames、Cooper 和 Ｒhodes［38］ 提 出 CCＲ 等 标 准

DEA 模型中，有效率 DMU 均在前沿面上，其效率得分均

为 1。这 将 导 致 两 个 问 题: 一 是 无 法 区 分 这 些 有 效 率

DMU，在此基础上的数量比较和计量分析不一定准确。二

是无法准确计算有效率 DMU 的跨期增长，例如，若 DMU

在上期和本期的效率值均为 1，据此计算效率增长为 0，但

实际上其效率可能是有变化的。②在标准的 DEA 模型

中，假定各个 DMU 是同质的，即各个生产决策主体面临着

相同的技术前沿。但在实践中，各个 DMU 在制度背景、生
产环境和管理能力以及发展阶段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其

技术前沿并不相同，即存在异质性技术。如果不考虑技术

前沿的差异而采用同质性假设，效率测度结果可能出现偏

差［39］。③由于径向模型的效率测度中未考虑投入( 产出)

的松弛变量，因此会高估 DMU 的效率［40］。该模型的优点

在于不仅考虑了异质性技术，而且解决了跨期可比性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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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面上决策单元的区分等问题，该方法相对更综合、精确。采

用 MaxDEA 软件测算效率，为全面和准确地测度生态效率，

应尽可能考虑各种投入变量和产出变量，详细说明如下:

资本投入采用城市固定资本存量。城市固定资本存

量根据柯善咨和向娟［41］的方法测算，由湖南大学经济与

贸易学院经济数据研究中心提供。劳动投入，采用各城市

历年从业人员数作为代理变量。土地投入，采用各城市建

成区面积作为代理变量。能源投入，采用各城市所有一次

能源的消费量( 换算为标准煤) 。

好产出选用各个城市的实际地区生产总值，换算为

2010 年不变价。坏产出，主要考虑环境污染物，选用了 4

个指标: CO2 排放量、SO2 排放量、废水排放总量和烟( 粉)

尘排放量。其中城市层面的碳排放数据利用省级煤炭、原

油、天然气和电力消费的份额衡量的一次能源消费总量标

准单位计算，估算方法来源于 Huang［42］等，有关省级能源

消费量的数据来自历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为避免指

标之间的高相关性和奇异值的影响，利用熵权法构建环境

污染指数作为坏产出指标以综合反映环境约束，指数越大

( 小) 意味着污染物排放越多( 少) 。

2． 2 考察生态效率受影响机制的计量模型

为尽可能缓解内生性问题，模型中以当期生态效率与

上期生态效率的比值 Yi( t) /Yi( t － 1) 作为被解释变量，衡量生

态效率提升的效果，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Yi( t) /Yi( t － 1) = α + β1 SOit
H + β2 SOit

L + Xλ + ηi + μt + εit

( 5)

式中，X 为控制变量矩阵; ηi 为城市个体效应; μt 为时

间效应; εit为随机效应; β1 表示高位压力对生态效率增长的

影响程度; β2 表示低位吸力对生态效率增长的影响程度。

计量模型涉及的变量说明如下:

( 1) 生态效率比值( eco_rate) : 根据 Meta-US-SBM 方法

测算出生态效率值，用本期与上一期的比值衡量本期生态

效率的提升。

( 2) 经济增长( ratio_gdp) : 选择地区生产总值 GDP 的

增长率作为经济增长的代理变量，各城市 GDP 以 2010 年

不变价 格 计 算; Hpwd _ gdp 代 表 经 济 增 长 的 高 位 压 力，

Spwd_gdp代表经济增长的低位吸力。

( 3) 环境规制( er) : 为了全面准确地反映环境规制强度，

参照任胜刚等［32］、王文普［43］的指标构建方法，本文选取二氧

化硫去除率、生活污水处理率和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 3 个

指标，并运用熵权法综合 3 类指标来整体衡量环境规制。其

中二氧化硫去除率为工业二氧化硫产生量与工业二氧化硫

排放量之差占工业二氧化硫产生量的比。Hpwd_er 代表环境

规制的高位压力，Spwd_er 代表环境规制的低位吸力。

( 4) 控制变量方面，参考 Huang 等［39］关于规模效应、

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等方面的考虑，本文选择对生态效率

有较大影响的 4 个因素: 人口密度、外资利用、技术进步和

产业结构。人口密度( pop_den) 为年末人口数与行政区域

面积的比值( 万人 /km2 ) ; 外资利用( fdi_gdp) 用规模以上

外商投资企业工业总产值与 GDP 比值来衡量; 技术进步

( tec_ch) 以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从业人员占

年末单位从业人员比重为代理变量; 产业结构 ( sec_gdp)

用第二产业占各城市 GDP 比重表示。上述变量的含义与

描述性统计见表 1。

2． 3 样本数据

研究样本包括 191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样本区间为

2003—2015 年。研究样本数占中国内地地级市数量( 286

个) 的比重超过了三分之二; 且几乎确保了研究样本中涵

盖每个省份的代表性城市，如省会城市等; 从经济总量来

看，2003 年和 2015 年样本城市 GDP 总量分别约占全国城

市 GDP 总量的 83%和 82%。因此，选取的研究样本具有

代表性。具体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环境年鉴》《中国能

源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

鉴》以及各省市历年的统计年鉴。

3 高位压力和低位吸力影响城市生态效率

的实证检验: 全样本观察

3． 1 经济增长竞争的空间溢出

在计算城市间地理距离时发现，307 km ( 乌鲁木齐市

与克拉玛依市之间的距离为 306． 379 km) 是中国城市间

最小的“门槛距离”，即在不小于该距离的情况下，才能确

保每一个城市都至少有一个邻近的城市。因此，选取 350

km 为最小的距离阈值，进一步地，考虑到城市间距离矩阵

的中位数为 1 138 km，本文将最大的距离阈值暂时设定为

1 150 km。分别在距离阈值为 350、550、750、950 和 1 150

表 1 变量含义与描述性统计
Tab． 1 Variable definition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变量 变量含义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eco_rate 生态效率
比值

1． 003 0． 061 0． 492 1． 437

ratio_gdp 地区生产总值
增长率

0． 124 0． 042 － 0． 140 1． 090

er 环境规制 0． 418 0． 179 0． 043 0． 793

pop_den 人口密度 0． 046 0． 035 0． 002 0． 266

fdi_gdp 外资利用 0． 138 0． 200 0． 000 1． 443

tec_ch 技术进步 0． 017 0． 060 0． 001 2． 765

sec_gdp 产业结构 0． 496 0． 114 0． 152 0．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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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m 的情况下，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估计，回归结果如表

2 所示。当距离阈值为 550 km 时，经济增长高位压力的系

数显著为负，且每增加 1 个单位，生态效率增长率会降低

10． 0%。表明经济增长的高位压力阻碍区域生态效率提

升，出现“破罐子破摔”现象，验证了假说 H1b。高位压力

对城市生态效率提升的影响方向为负，且生态效率增长率

的降幅随着距离阈值的增大而逐渐增加。经济增长的低

位吸力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方向均为正，邻近距离分别

为 750 km 和 1 150 km 时，低位吸力每增加 1 个单位，生态

效率增长率分别显著提高 9． 7% 和 14． 8%，说明邻近地区

经济增长的低位吸力在“晋升锦标赛”效应下有效促进本

地生态效率的提升，进而验证了假说 H1c。对于不同的距

离阈值，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程

度、方向也不同，且经济增长竞争的高位压力( 低位吸力)

对生态效率提升影响随着距离的变化有逐渐增强的趋势。

可以从两方面对估计结果进行解释。其一，城市间经

济增长竞争对生态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受地理距离的影

表 2 不同距离阈值下经济增长空间溢出的回归结果
Tab． 2 Estimation results of spatial economic growth

spillovers with different distance thresholds

变 量
模型 1

( 350 km)
模型 2

( 550 km)
模型 3

( 750 km)
模型 4

( 950 km)
模型 5

( 1 150 km)

Hpwd_gdp －0． 073 － 0． 100* － 0． 145＊＊ －0． 144＊＊ －0． 200＊＊＊

( －1． 344) ( －1． 692) ( －2． 307) ( －2． 223) ( －2． 934)

Spwd_gdp 0． 041 0． 071 0． 097* 0． 089 0． 148＊＊

( 1． 023) ( 1． 373) ( 1． 682) ( 1． 477) ( 2． 294)

pop_den 1． 839＊＊＊ 1． 829＊＊＊ 1． 831＊＊＊ 1． 839＊＊＊ 1． 834＊＊＊

( 7． 498) ( 7． 457) ( 7． 469) ( 7． 499) ( 7． 485)

fdi_gdp 0． 057＊＊ 0． 058＊＊ 0． 058＊＊ 0． 058＊＊ 0． 059＊＊

( 2． 208) ( 2． 266) ( 2． 271) ( 2． 250) ( 2． 292)

tec_ch －0． 010 － 0． 010 － 0． 010 － 0． 010 － 0． 009

( －0． 457) ( －0． 457) ( －0． 444) ( －0． 441) ( －0． 433)

sec_gdp 0． 058* 0． 055* 0． 053* 0． 053* 0． 048

( 1． 869) ( 1． 761) ( 1． 723) ( 1． 711) ( 1． 554)

Constant 0． 870＊＊＊ 0． 872＊＊＊ 0． 872＊＊＊ 0． 872＊＊＊ 0． 875＊＊＊

( 45． 384) ( 45． 320) ( 45． 444) ( 45． 417) ( 45． 506)

个体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2 292 2 292 2 292 2 292 2 292

Ｒ-squared 0． 098 0． 098 0． 099 0． 099 0． 101

注: ＊＊＊、＊＊、* 分别代表在 1%、5% 和 10% 的水平上显著; 括号
内为 t 值。

响，随距离变化呈非线性关系，在距离为 1 150 km 时其对

生态效率提升的空间溢出效应相对较为明显; 其二，城市

间经济增长竞争对城市生态效率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表

现为高位压力与生态效率增速呈负相关，而低位吸力与生

态效率增速呈正相关，表明城市间经济增长竞争同时存在

“破罐子破摔”效应和“晋升锦标赛”效应。当周边城市经

济增速低于本地时，本地出现强者恒强的现象，地方政府

及企业非但没有受到周边落后地区的影响，反而在“晋升

锦标赛”机制的推动下仍然加速发展经济，在很大程度上

吸纳邻近区域的劳动力和资本，实现自身经济快速发展，

因而有助于生态效率提升。

3． 2 环境规制竞争的空间溢出

仅以环境规制强度为核心解释变量，分别在距离阈值

为 350、550、750、950 和 1 150 km 的情况下进行估计，回归

结果如表 3 所示。在不同的距离下，环境规制空间溢出对

生态效率的影响方向趋同，均体现为: 高位压力与生态效

率提升负相关，低位吸力与生态效率提升正相关。初步验

表 3 不同距离阈值下环境规制空间溢出的回归结果
Tab． 3 Estimation results of spatial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spillovers with different distance thresholds

变 量
模型 1

( 350 km)
模型 2

( 550 km)
模型 3

( 750 km)
模型 4

( 950 km)
模型 5

( 1 150 km)

Hpwd_er －0． 002 0． 002 － 0． 006 － 0． 004 － 0． 011

( －0． 097) ( 0． 133) ( －0． 325) ( －0． 209) ( －0． 579)

Spwd_er 0． 063＊＊＊ 0． 041＊＊ 0． 045＊＊ 0． 042＊＊ 0． 044＊＊

( 3． 655) ( 2． 258) ( 2． 388) ( 2． 112) ( 2． 173)

pop_den 1． 823＊＊＊ 1． 832＊＊＊ 1． 829＊＊＊ 1． 831＊＊＊ 1． 833＊＊＊

( 7． 463) ( 7． 485) ( 7． 473) ( 7． 481) ( 7． 489)

fdi_gdp 0． 052＊＊ 0． 052＊＊ 0． 052＊＊ 0． 052＊＊ 0． 052＊＊

( 2． 005) ( 2． 005) ( 1． 999) ( 2． 026) ( 2． 011)

tec_ch －0． 011 － 0． 011 － 0． 011 － 0． 011 － 0． 011

( －0． 501) ( －0． 488) ( －0． 499) ( －0． 500) ( －0． 500)

sec_gdp 0． 053* 0． 056* 0． 057* 0． 058* 0． 059*

( 1． 706) ( 1． 822) ( 1． 842) ( 1． 864) ( 1． 898)

Constant 0． 868＊＊＊ 0． 867＊＊＊ 0． 867＊＊＊ 0． 866＊＊＊ 0． 867＊＊＊

( 45． 294) ( 45． 150) ( 45． 151) ( 45． 128) ( 45． 083)

个体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2292 2292 2292 2292 2292

Ｒ-squared 0． 103 0． 099 0． 100 0． 099 0． 099

注: ＊＊＊、＊＊、* 分别代表在 1%、5% 和 10% 的水平上显著; 括号

内为 t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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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环境规制竞争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存在“污染天堂”

效应。t 值显示，当距离阈值为 350 km 时，环境规制低位

吸力对生态效率提升的影响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为正，

且低位吸 力 每 增 加 1 个 单 位，生 态 效 率 增 长 率 会 提 高

6. 3% ; 随着距离与阈值的增大，低位吸力对生态效率提升

的影响幅度保持在 4%左右。

一方面，城市间环境规制竞争对生态效率影响的空间

溢出效应中，环境规制高位压力与生态效率增速呈负相

关，出现一定程度的“污染天堂”效应，此时，高位压力阻

碍生态效率提升，验证了假说 H2b。由于环境污染具有跨

界( 扩散) 效应，邻近城市的政府和企业出于搭便车的动

机，重视自身利益而忽视其行为对本地城市的损害，环境

规制强度弱于政治集权体制强度，从而形成“逐底竞争”

的局面，此时环境规制高位压力不利于生态效率提升。而

低位吸力与生态效率提升呈显著正相关，此时“污染天

堂”效应较为突出，验证了假说 H2c。当邻近地区的环境

规制低于本地时，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自由贸易的结果将

导致高污染产业不断地从本地城市迁移到邻近城市。这

是因为，环境规制强度较高的本地城市具有较高的环境意

识，因而这些城市通常会实施相对严格的环境管理制度、

治理政策和执行较高的环境管制标准，这会推动本地城市

污染产业生产成本的急剧上升。与环境规制较为严格城

市的竞争者比较而言，环境标准较低城市的厂商将获得明

显的成本优势。另一方面，城市间的溢出效应在空间上受

限，并不是严格服从距离衰减的规律，而是随距离的增加

呈波浪式的变迁过程。

本地环境规制强度与生态效率提升呈显著正相关，在

排除其他因素影响的情况下，当地政府如果能够努力提高

环境规制水平，将有利于生态效率提升。进一步分析发

现，人口密度、FDI 水平和产业结构在不同距离阈值下均

显著为正，由于人口密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济集聚，

因此，提高地区经济集聚和 FDI 水平、优化产业结构可以

进一步改善生态环境。整体而言，政府和企业都比较重视

本身经济的发展，若没有采取严格的倒逼机制，城市间竞

争会使得其对环境规制的施行缺乏动力; 并且在“晋升锦

标赛”效应下，这种城市间经济增长竞争对城市生态效率

提升的空间溢出机制可能会拉大地区经济发展差距，使得

贫富差距更加明显，不利于区域间的融合发展。

4 空间溢出影响机制的区域差异: 分组观察

前述分析已经表明城市间经济增长竞争和环境规制

竞争对城市生态效率的提升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

然而各区域在区位条件、资源禀赋、环境政策等方面存在

差异，这种差异是否会导致空间溢出效应也具有区域差

异? 因此非常有必要结合不同区位、资源禀赋和政策环

境来分别进行样本分组，观察和分析各组子样本城市间

经济增长和环境规制的互动竞争以及空间溢出情况。首

先，考虑到区位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将经

济水平相对发达的东部城市( 城市数量为 71 ) 分为一组，

经济水平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城市分为一组; 其次，考虑到

资源禀赋不同，城市在竞争机制和产业结构等方面可能

存在较大差异，故将第二组城市分为资源型城市( 以《国

务院关于印发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 ( 2013—

2020 年) 的通知》文件中全国资源型城市名单整理得到，

城市数量为 78) 和非资源型城市; 最后，根据环境政策的

不同将样本分为环境保护重点城市和环境保护非重点城

市。环境保护重点城市实际上是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城

市，国务院根据城市总体规划、城市环境保护规划目标、

城市大气环境质量状况三个方面来划定大气污染防治重

点城市，并明确规定直辖市、省会城市、沿海开放城市和

重点旅游城市四类城市应当列入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城

市。除此之外的城市，由国务院根据实际情况划定。根

据环境保护重点城市的划分标准和数据的可得性，本文

涉及的环境保护重点城市根据历年《中国环境年鉴》所

列城市整理而成。由于 2000—2010 年与 2011—2013 年

间环境保护重点城市中 7 个城市( 嘉兴市、台州市、威海

市、佛山市、中山市、三亚市和大庆市) 略有变动，但城市

总数目不变，囿于数据的可获取性和连续性，本文采用

117 个环境保护重点城市。

选取最具代表性的距离阈值 750 km 的数据作为研究

对象，得到表 4 中的结果，基于高位压力和低位吸力的空

间溢出效应，分别观察东部和中西部城市、资源型城市和

非资源型城市、重点城市和非重点城市的经济增长竞争与

环境规制竞争如何影响城市生态效率提升。

4． 1 区位条件与空间溢出效应

表 4 结果显示，东部、中西部城市经济增长的低位吸

力和环境规制的高位压力对生态效率增长的影响不显著

且方向相反。中西部城市经济增长的高位压力对生态效

率提升的影响方向显著为负，且每增加 1 个单位，生态效

率增长率会降低 37． 6%，表明“破罐子破摔”效应占主导，

验证了假说 H1b。受制于地理区位条件，中西部城市经济

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对生态效率提升的作用有限，而东部

城市充分利用自身的区位优势，加速并实现经济快速发

展，促进生态效率提升。环境规制的低位吸力对东部、中

西部城市生态效率提升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且每增加 1

个单位，生态效率增长率会分别提高 6． 2% 和 4． 8%，表明

“污染天堂”效应更突出，即 H2c 更可信。东部、中西部城

市在周边地区环境规制较为宽松的情况下，其政府积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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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较为严格的环境规制，此时有利于环境保护，会降低该

地区环境污染水平，从而实现生态效率的提升。

4． 2 资源禀赋与空间溢出效应

资源型城市环境规制空间溢出对城市生态效率提升

的影响方向为正。经济增长空间溢出对城市生态效率提

升的影响方向表现为高位显著为负、低位为正，表明“破罐

子破摔”效应更突出，验证了假说 H1b。进一步发现人口

密度对生态效率提升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这说明，资源

型城市可在一定的程度上利用自身的能源资源优势，努力

提高集聚水平，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加速并实现经济发展，

从而促进生态效率提升。

非资源型城市经济增长低位吸力的系数为正，具有较

微弱的“晋升锦标赛”效应; 而环境规制低位吸力的系数

显 著为正，且每增加1个单位，生态效率增长率会提高

5. 9%，表现为“污染天堂”效应，验证了假说 H2c。非资源

型城市充分吸收周边城市的资源和劳动力等，在“晋升锦

标赛”效应下加速发展经济，实现经济快速发展，促进生态

效率提升。总体上，非资源型城市更加重视环境规制。

4． 3 环境政策与空间溢出效应

重点城市经济增长空间溢出对生态效率提升的影响

方向为: 高位抑制，低位促进; 重点城市在“晋升锦标赛”

效应下仍然加速发展经济，努力改善科技投入，实现经济

快速发展，促进生态效率提升。环境规制低位吸力的系数

显著为正，且每增加 1 个单位，生态效率增长率会提高

5. 8%，“污染天堂”效应明显，验证了假说 H2c。整体而

言，重点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城市间竞争使其对自身环境

规制和经济增长双管齐下，有利于生态效率提升。

非重点城市经济增长高位的系数显著为负，且每增加

表 4 分组回归结果
Tab． 4 Estimation results of different groups

变 量
第一组 第二组 第三组

东部城市 中西部城市 资源型城市 非资源型城市 重点城市 非重点城市

Hpwd_gdp 0． 086 － 0． 376＊＊＊ － 0． 467＊＊＊ 0． 032 － 0． 103 － 0． 340＊＊＊

( 0． 894) ( － 4． 270) ( － 4． 638) ( 0． 398) ( － 1． 178) ( － 3． 125)

Spwd_gdp － 0． 016 0． 041 0． 177 0． 004 0． 130 0． 002

( － 0． 188) ( 0． 467) ( 1． 629) ( 0． 062) ( 1． 543) ( 0． 025)

Hpwd_er － 0． 013 0． 010 0． 020 － 0． 013 － 0． 017 0． 002

( － 0． 423) ( 0． 427) ( 0． 642) ( － 0． 543) ( － 0． 659) ( 0． 076)

Spwd_er 0． 062＊＊ 0． 048＊＊ 0． 035 0． 059＊＊ 0． 058＊＊ 0． 039

( 1． 981) ( 2． 020) ( 1． 204) ( 2． 423) ( 2． 215) ( 1． 405)

pop_den 1． 792＊＊＊ 2． 101＊＊＊ 6． 065＊＊＊ 1． 590＊＊＊ 0． 562 2． 514＊＊＊

( 6． 583) ( 3． 266) ( 4． 941) ( 6． 301) ( 1． 274) ( 8． 638)

fdi_gdp 0． 051 － 0． 009 0． 083 0． 030 0． 046 － 0． 029

( 1． 548) ( － 0． 194) ( 1． 093) ( 1． 065) ( 1． 570) ( － 0． 458)

tec_ch － 0． 504 － 0． 007 0． 096 － 0． 018 0． 282 － 0． 010

( － 0． 870) ( － 0． 309) ( 0． 810) ( － 0． 800) ( 0． 682) ( － 0． 459)

sec_gdp 0． 139＊＊ 0． 044 0． 021 0． 080* － 0． 023 0． 052

( 2． 105) ( 1． 168) ( 0． 454) ( 1． 900) ( － 0． 499) ( 1． 121)

Constant 0． 787＊＊＊ 0． 898＊＊＊ 0． 808＊＊＊ 0． 841＊＊＊ 0． 955＊＊＊ 0． 874＊＊＊

( 19． 705) ( 31． 129) ( 19． 180) ( 33． 771) ( 25． 572) ( 39． 165)

个体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852 1440 936 1356 1404 888

Ｒ-squared 0． 175 0． 088 0． 135 0． 132 0． 065 0． 194

注: ＊＊＊、＊＊、* 分别代表在 1%、5% 和 10% 的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为 t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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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个单位，生态效率增长率会降低 34． 0%，表现为“破罐子

破摔”效应，验证了假说 H1b; 环境规制的空间溢出对城市

生态效率提升的影响方向为: 高位、地位均促进; 同时，FDI

在的系数为负。说明非重点城市在引进外资的过程中，虽

可以加速经济发展，却带来严重的环境污染，也充分说明

在城市间竞争过程中，非重点城市重视经济发展，对环境

规制相对忽视。

上述研究发现表明，经济发达的东部等城市因经过多

年的经济高速发展，具备较强的竞争意识，在环境规制和

经济增长的实施方面虽然有趋缓态势，但整体水平仍然较

高。而广大中西部地区由于经济发展刚刚起步、财力也有

限，相比于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更倾向于放松环境规制

( 中西部环境规制低位吸力的系数相比东部要小 0． 014) ，

优先促进经济增长。资源型城市和非资源型城市在经济

增长和环境保护的互动竞争过程中，均重视经济的增长，

而非资源型城市相比于资源型城市可能面临较小的环境

竞争压力，因而有意或者无意放松环境规制。重点城市和

非重点城市均重视经济增长在区域发展中的作用，然而，

重点城市可能受到相关环境政策的限制更多，其环境规制

的实施也相对更完善。

5 结论和启示

本文运用同时考虑非期望产出和超效率的共同前沿

SBM 模型测度了中国 191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2003—2015

年的生态效率，从高位压力和低位吸力两个方面研究了城

市间经济增长竞争和环境规制竞争对生态效率提升的影

响机制和作用效果，得出以下结论: ①城市间经济增长竞

争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同时存在“破罐子破摔”效应和

“晋升锦标赛”效应，前者更突出，周边地区经济增长低位

吸力的空间溢出效应能有效促进该城市生态效率的提升，

各地区仍把经济增长作为主要发展方向;②城市间环境规

制竞争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存在明显的“污染天堂”效

应;③不同区位、资源禀赋和政策环境下各城市对经济增

长和环境规制的着重点有所差异。整体而言，在城市间竞

争过程中，与先进的东部城市相比，中西部城市更加强调

经济增长，缺乏提高环境规制力度的动力。其他两组城市

( 资源型城市和非资源型城市、重点城市和非重点城市)

均重视经济增长在区域发展中的作用，但资源型城市和非

重点城市的环境规制强度较弱。根据上述实证结果和相

关结论，本文研究的主要启示如下:

第一，引导城市间的良性竞争，促进经济增长向“高水

平”均衡发展的同时增强环境管制力度。在以 GDP 增长

为核心的政绩考核体系下，绝大多数城市通过加大资源投

入、放松环境管制等途径以增加经济产出，不仅带来环境

污染的加剧，而且造成资源配置效率低下，贫富差距拉大，

进而不利于环境治理工作。因此，一方面，应该努力改变

先经济后环境、先倾斜后均衡的发展观念，促进经济增长

向“高水平”发展。另一方面，政府相关部门应通过增强

环保执法力度、公开污染事件等渠道提高环境规制强度，

以减少污染物排放量和降低污染溢出的空间外部性。

第二，重视经济增长和环境规制的正、负向空间溢出。

实证发现，经济增长和环境规制的低位吸力均对城市生态

效率的提升具有促进作用。可能的原因在于政绩考核的

重点是经济增长，同时，政府相关部门积极去实现环境规

制的改善与提高。借鉴“绿色锦标赛”的思想［44］，建议政

府相关部门在政绩考核体系中纳入环境保护、生态开发和

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考核指标，形成以生态效率为核心的

政绩考核体系和约束机制，甚 至 以“效 率 锦 标 赛”取 代

“GDP 晋升锦标赛”并形成竞争压力，促使政府在城市竞

争中向经济增长和环境规制更高的城市看齐，充分发挥高

位压力中的“见贤思齐”效应，促进城市生态效率的全面

提升。

第三，为快速有效地提升城市生态效率，需要采取差

别化约束机制，坚持分类指导、特色发展。受区位条件、资

源禀赋和环境政策等异质性因素的制约，东部城市环境规

制的整体水平较严格; 由于面临较小的环境竞争压力，非

资源型城市环境规制较宽松; 重点城市环境规制的实施相

对完善。因此，需要因地制宜构建环境规制与政绩考核体

系，采取差别化约束机制。建议政府相关部门采取有效措

施加大对中西部城市、非资源型城市以及非重点城市的环

境规制，指导和设定时限督促这类城市完善环境保护地方

法律法规建立健全; 东部城市要树立标杆城市、模范城市

的作用，积 极 发 挥 正 向 的 空 间 溢 出，进 而 形 成“示 范 效

应”; 加大对资源型城市转型的支持力度以解决产业结构

单一、发展动力不足和环境污染严重等突出问题; 环保重

点城市则需充分发挥保护生态环境的先行和引导作用，制

定适宜的长期发展战略和环境规制机制，以加快提升城市

生态效率。

本文研究取得了较为有意义的发现和政策启示，但也

存在不足之处。受一次能源消费量和碳排放量数据的限

制，研究样本城市为 191 个( 2003—2015 年) ，扩大样本和

运用前沿的动态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是下一步的

研究重点。此外，城市间的竞争和策略互动关系不仅仅局

限于经济增长和环境规制两方面，可能还存在其他类型的

竞争，例如资源竞争和税收竞争等，通过构建城市竞争的

综合指标，探讨其影响城市生态效率提升的理论机制并进

行实证检验是未来研究的主要方向。

( 编辑: 王爱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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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 competition，spatial spillovers and eco-efficiency:

the impacts of high-order pressure and low-order suction

HUANG Jian-huan XIE You-nan YU Yan-tuan
(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Trade，Hunan University，Changsha Hunan 410079，China)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synchronous development of promoting new-type industrialization，informatization and urbanization，some

prefecture-level cities become the new hub city or benchmarking city which benefited from the effective agglomeration of elements and

resources，there are competitions between cities in terms of economic growth an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t is of grea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study how urban competition affects the achievement of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Using the panel data

of 191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China from 2003 to 2015，we measure the high-order pressure and low-order suction of spatial spillovers

from the economic growth an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respectively． This paper also studies the impacts of the competitions of economic

growth an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within inter-city on eco-efficiency． Our main findings show that，firstly，the high-order pressure

and low-order suction of spatial spillovers in terms of economic growth an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n the adjacent areas are different in

the direction of improving eco-efficiency，the former promotes while the latter restrains，and the effects of‘throw the handle after the

blade’and‘pollution heaven’are the most prominent． Secondly，when the distance threshold is 750 km，the eco-efficiency growth

rate will be decreased by 14． 5% and increased by 9． 7% for each additional unit of high-order pressure and low-order suction of

economic growth，while the eco-efficiency growth rate will be increased by 4． 5% for each additional unit of low-order suction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Thirdly，estimation results of the sub-samples document that the effect of‘throw the handle after the blade’

is still prevailing in the impact of the economic growth competition of each group on promoting eco-efficiency． Fourthly，compared with

the resource-based ( ＲB) and non-key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 KEP) cities，the non-ＲB and KEP cities are more likely to be

affected by the neighboring cities which are more restrictive in terms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and the performance of their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presents significant‘pollution heaven’effect． The conclusions of the study suggest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introduce the healthy competition between cities in the process of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local governments should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spatial spillovers of economic growth an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and eco-

efficiency growth pole areas should exert their demonstration effects and spillover effects． To enhance the eco-efficiency rapidly and

effectively and realize green development，different cities should adopt different restriction mechanisms，persisting in classifying

guidance and developing uniquely．

Key words urban competition; eco-efficiency; spatial spillovers; high-order pressure; low-order s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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